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１（２０１７）

民法典的理念

［意］纳塔利诺·伊尔蒂（ＮａｔａｌｉｎｏＩｒｔｉ）

董　能
译

张礼洪校

衷心感谢张礼洪教授为我提供这次讲学机会。

张教授是意大利法学界的中国使者。我们视他为我们的同事，并对他始终怀着高度的敬意。因

此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向大家谈谈民法典，〔１〕也就是一种欧洲已经实验过、但在今日已暴

露危机和衰弱征兆的立法形式。我希望我对于欧洲经验的叙述能够有益于中国民法典的编纂者。

１．欧洲各部民法典都受到统一观念的支配。随着（在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得到认可的）

中世纪普世主义的衰落，各个近代国家兴起了。这些国家是绝对的、主权的，不依赖于任何权威，

而它们本身就是最高权威，是一切权力的来源。

近代国家是领土的统一体和政治的统一体：国家由其地表疆域界定；奉行世俗政体，独立决定

自身命运。

法律不再散布于零散多元的渊源中，不管这些渊源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是教会法的还是市

民法的、是普世的还是地方的。法律也要求统一。〔２〕

法的统一是在两大逻辑和历史阶段中实现的：国家法律是法的排他性来源；国家法律在法典

中被整理和排列。法典是一场统一化的进程的起点。

我们来深入研究刚刚约略提及的这些脉络。

２．法指的就是国家所立的法。罗马法遗产、地方法、农业习惯、商业习惯、古代法学家的答复以

及教会法规则交织的多元规范，通过合理的简化，慢慢地全部汇集于主权者，也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是一种确立什么是法、并且验证或遴选历史的遗留、引进新的规则、整合国家全部规范遗产的权力。

主权者并不是要寻找一种先于自己且高于自己的、不可触犯的、永恒的民事关系的法；相反，主权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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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国家科学院院士、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教授。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于华东政法大学；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５日

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两岸民商法论坛”。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关于民法典的历史发展详见：ＮａｔａｌｉｎｏＩｒｔｉ，犆狅犱犻犮犲犮犻狏犻犾犲犲狊狅犮犻犲狋狆狅犾犻狋犻犮犪，ＲｏｍａＢａｒｉ，２００８．

近代法典化起源的过程参见：Ｇ．Ｔａｒｅｌｌｏ，犛狋狅狉犻犪犱犲犾犾犪犮狌犾狋狌狉犪犵犻狌狉犻犱犻犮犪犿狅犱犲狉狀犪．犃狊狊狅犾狌狋犻狊犿狅犲

犮狅犱犻犳犻犮犪狕犻狅狀犲犱犲犾犱犻狉犻狋狋狅，Ｂｏｌｏｇｎａ，１９７６，３５ｓｓ．



己就是法的来源，法通过法律的形式自我表达。通过假想一种从原始的、“自然的”状态到城邦

（犮犻狏犻狋犪狊，也即人与人之间有秩序的共处）的过渡观念，哲学承认国家具有建构统一的力量。〔３〕

已经达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阶段、从手工业和农业发展至工业的经济，也要求权力的统一和

法的统一。

法律规范也进入到了工业企业的计算性层面。这样，时代的所有力量———政治的、经济的、社

会的———都汇集于统一的观念中。私法关系的法律统一在民法典的体系性蓝图中实现了。

３．这种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中已经相当精辟地指出过的合理性或者说功能性，〔４〕一方

面是历史大气候和商业必要性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法律形式和制度工具的制造者。在第一次工业

革命中崛起、其规模和市场支配度都急剧扩张的欧洲资产阶级，无法再忍受一种不确定的或疑问重重

的法，已经难以确立这种法的各种渊源并确认其现实效力。法律渊源的状态在各种关系的运行中布

满了未知和风险；方便了欺瞒和诈骗；使得其他主体的行为无法被计算。可计算性对于资本主义来说

是必要的：在这样一个针对个体客户的生产取代了大规模生产的体制中，个人的随意和规则的不确

定是最高的、最严重的风险。这就需要一种行为的数学，使得经济关系中的任何主体都能够计算他人

的行为并衡量选择的收益和不利。企业主———他必须目光长远，着眼于未来的收益（例如货物的供

应、交易的流程、政治决策或军事行动的结果）———将不可能进行“权衡”，或者只能完全随心所欲地权

衡，如果他不能掌握法律的可计算性的话，也就是规范意义的确定性。〔５〕这种确定性，正如使得谈话

者能进行对话并彼此理解一样，也能够建立行为的秩序，这些行为交互地体现于其含义中，并呼应各

方预先的计算。行为，由于在法律中找到其自身独有的尺度，变得可以被司法组织控制。〔６〕

４．正是借助最高权力，主权国家能够确立行为的可计算性。〔７〕不确定性无益于政府，因为会造

成模棱两可的地带，其中盘踞着某些集团或特权阶级的反抗。如果主权体现在人民的意志中，那么这

幅历史图景就无法被改变，〔８〕因为人民的意志就是民族的意志，它要求一种自主的、自治的、从古老

的、模糊的遗产中解脱出来的法。即使从这个视角来看，法国大革命仍然是由君主专制主义预演并助

推的：大革命对那些君主制已经使之丧失了任何政治功能且作为一种可憎的、阻碍商业资产阶级的自由

发展的特权而残存的种种制度发起了致命一击。随着封建阶级和行会阶级被取缔，大革命以一种———

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更统一的、更简单的、建立在市民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和政治秩序”〔９〕取而代

之。受到共同的法律辖制并被共同的司法官员所评价的同一个民族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平等，〔１０〕不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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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ＰａｏｌｏＧｒｏｓｓｉ，犕犻狋狅犾狅犵犻犲犵犻狌狉犻犱犻犮犺犲犱犲犾犾犪犿狅犱犲狉狀犻狋，２ａｅｄ．，Ｍｉｌａｎｏ，２００５，ｐｐ．９６ ９９．

参见：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犠犻狉狋狊犮犺犪犳狋狌狀犱犌犲狊犲犾犾狊犮犺犪犳狋，ＩＩＩ，ｔｒａｄ．ｉｔ．Ｇ．Ｇｉｏｒｄａｎｏ，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８０，ｐ．１６１．另见：Ｂ．

Ｇｒｏｅｔｈｕｙｓｅｎ，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犻犲犱犲犾犪犚é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犳狉犪狀犪犻狊犲，ｔｒａｄ．ｉｔ．Ｇ．Ｔａｒｉｇｇｏ，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６７，ｐ．２５６ｓｇｇ．

参见：ＮａｔａｌｉｎｏＩｒｔｉ，犔犲狋犱犲犾犾犪犱犲犮狅犱犻犳犻犮犪狕犻狅狀犲，４ａｅｄ．，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９９，ｐｐ．２１ ２２．

“普遍的可度量性是普遍的可控制性的前提”，语出 ＣａｒｌＳｃｈｍｉｔｔ，犞犲狉犳犪狊狊狌狀犵狊犾犲犺狉犲，ｔｒａｄ．ｉｔ．Ａ．

Ｃａｒａｃｃｉｏｌｏ，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８４，ｐ．１７９．

霍布斯有云：“市民法不是别的，正是被赋予国家最高权力者对于公民的未来行为的命令。”（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ＤｅＣｉｖｅ，ＶＩ，９．）关于作为“政治社会最高权力”的立法权的概念，参见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犇狌犲狋狉犪狋狋犪狋犻狊狌犾犵狅狏犲狉狀狅ＩＩ，

ｔｒａｄ．ｉｔ．Ｌ．Ｐａｒｅｙｓｏｎ，３ａｅｄ．，Ｔｏｒｉｎｏ，１９８２，ｐｐ．３２６ ３３６．

参见：Ｆ．Ｗｉｅａｃｋｅｒ，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犲犵犲狊犲犾犾狊犮犺犪犳狋狌狀犱犘狉犻狏犪狋狉犲犮犺狋狊狅狉犱狀狌狀犵，ｔｒａｄ．ｉｔ．Ｇ．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Ｎａｐｏｌｉ，１９８３，ｐ．９：

“现代民主实际上是专制君主的直接继承人，让 雅克·卢梭把后者的权力的完满性移交给公民的普遍意志。”

参见：Ａ．Ｄｅ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ＬａｎｔｉｃｏＲｅｇｉｍｅｅｔｌａ犚犻狏狅犾狌狕犻狅狀犲Ｖ，ｔｒａｄ．ｉｔ．Ｃ．Ｖｉｖａｎｔｉ，Ｔｏｒｉｎｏ，１９８９，ｐ．７０．

参见：Ｊ．Ｅ．Ｓｉéｙèｓ，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ｅＴｉｅｒｓＥｔａｔ？１７８９，ｉｎ狊犮狉犻狋狋犻犲犱犻狋犻，Ｉ，１，ｔｒａｄ．ｉｔ．Ｇ．ＴｒｏｉｓｉＳｐａｇｎｏｌｉ，

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９３，ｐ．２１５：“第三等级应该被理解为属于共同团体的公民的集合体。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受法律优

待的人都脱离共同团体，不受共同法律的管辖，因此也就不属于第三等级。”



味着民族的统一和历史身份，而且还意味着自由商贸的必要条件：自由意味着平等主体之间的互

相交流。经济关系在其建立和运行中，被主体之间的法律平等变得可以计算。

法律是平等的来源和保障。只有法律才能废除种种古老的法律渊源，以简单的、统一的条款

取而代之，并在体系化的整体中加以整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立法规定的普遍、抽象的特征是有

益的，立法规定并不调整特定的案例和事实，也不针对个别组织或特定的主体范围。普遍性和抽

象性作为立法规范的特征被指出，前者指出目标对象的无名特征，后者则指出被规范的行为的假

定特征。〔１１〕法律的平等主义结构的象征就是处于纯粹假定状态（因此只是可能的、可行的）中的无

名的“任何人”。市民之间的平等以及法律的普遍性互为表里：并不调整具体案例和状态的法典成

为平等主体的章程。〔１２〕

此处涉及意义相当重大的一点。法律，由于它是普遍的、抽象的规范，并不调整这起或那起案

件（以名称或案情定义），而是调整各种行为的典型类型：例如买卖契约、租赁契约、借贷契约等。

这种立法描述被命名为案例（犳犪狋狋犻狊狆犲犮犻犲，字面意思是不同种类的事实），也就是注定会在未来无

数次重复的一项事实的形态或模式。当它发生时，就产生了当事各方之间的争议，法官意识到产

生了案例，于是便适用立法者预先确立的规则。事实的立法预兆使得法的司法适用变得可能。如

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中国，那些调整民事生活实质性制度的重要法律同样呼应这一逻辑，例如婚

姻、继承、收养、合同、物权、合伙等。这些规范并不涉及名称和案情，而是涉及无名的“任何人”。

５．在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的欧洲，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有序的理性化以及政治统一逐渐交织

混杂在一起，它们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１３〕 随着法律规范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均衡，一部能

够确立法律在法的各种渊源之间的优先地位，并能够将私人生活的规则收集于体系中的统一性作

品应运而生。民族的、主权的国家的政治统一在立法统一中得到表达；法典具有了“爱国主义的典

籍”一般的重要性，随之强化了国家的文化身份、市民间的平等、传统的延续以及现代性的创新。〔１４〕

在意大利和德国，法典化随着政治统一而发生。〔１５〕

法典显示立法权的力量和优胜：某种程度上，立法权是最高的、最充分的尺度。法以国家法律

的形式被表达，而法律以法典的形式运行并组织。法和法典之间的潜在的等式关系被国家的立法

垄断所推动。并不是要收集古老的规则或习惯，不是通过选取那些最生机勃勃的枝蔓来巩固过

去，而是要把法置于法典的形式中。此处，一如既往地，形式和内容完全一致：制定法典并非简单

·７９·

［意］纳塔利诺·伊尔蒂（ＮａｔａｌｉｎｏＩｒｔｉ）：民法典的理念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参见：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Ｄ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ｓｏｃｉａｌ：ｏ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ｕｄｒｏｉ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ＩＩ，６，Ｐａｒｉｓ，１９６０，ｐ．２５９：“当

我说法律的对象始终是普遍的时候，我指的是法律考虑的是作为群体的人以及作为抽象事物的行为，绝不是作为个

体的人，也不是特别的行为。”

ＳｅｅＣａｒｌＳｃｈｍｉｔｔ，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６〕，ａｔ２０９．

１９世纪的民法典不但提供简单的规范标准，而且提供完整的世俗和现代社会的图景。参见Ｈ．Ａ．Ｌ．

Ｆｉｓｃｈｅｒ，犛狋狅狉犻犪犱犈狌狉狅狆犪，ｖｏｌ．３，ｔｒａｄ．ｉｔ．Ａ．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４ａｅｄ．，Ｂａｒｉ，１９５１，ｐ．５７：拿破仑法典“以清楚易懂的方式

确定了世俗的市民社会的结构，这个社会建立在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私人所有权以及家庭统一的基础上”。

参见：Ｆ．ＦｉｌｏｍｕｓｉＧｕｅｌｆｉ，犔犪犮狅犱犻犳犻犮犪狕犻狅狀犲犮犻狏犻犾犲犲犾犲犻犱犲犲犿狅犱犲狉狀犲犮犺犲犪犱犲狊狊犪狊犻狉犻犳犲狉犻狊犮狅狀狅，１８８６，ｉｎ

犔犲狕犻狅狀犻犲狊犪犵犵犻犱犻犳犻犾狅狊狅犳犻犪犱犲犾犱犻狉犻狋狋狅，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４９，ｐ．１８３ｓｇｇ；Ｒ．Ｓａｃｃｏ，犐狀狋狉狅犱狌狕犻狅狀犲犪犾犱犻狉犻狋狋狅犮狅犿狆犪狉犪狋狅，５ａ

ｅｄ．，Ｔｏｒｉｎｏ，１９９２，ｐ．２５６ｓｇｇ．就历史脉络而言，参见：Ｈ．Ｃｏｉｎｇ，犎犪狀犱犫狌犮犺犱犲狉犙狌犲犾犾犲狀狌狀犱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犱犲狉狀犲狌犲狉犲狀

犲狌狉狅狆犻狊犮犺犲狀犘狉犻狏犪狋狉犲犮犺狋狊犵犲狊犮犺犻犮犺狋犲，ＩＩＩ，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８２．

就意大利法律经验而言，参见：Ｃ．Ｇｈｉｓａｌｂｅｒｔｉ，犝狀犻狋狀犪狕犻狅狀犪犾犲犲狌狀犻犳犻犮犪狕犻狅狀犲犵犻狌狉犻犱犻犮犪犻狀犐狋犪犾犻犪．犔犪

犮狅犱犻犳犻犮犪狕犻狅狀犲犱犲犾犱犻狉犻狋狋狅狀犲犾犚犻狊狅狉犵犻犿犲狀狋狅，３ａｅｄ．，ＲｏｍａＢａｒｉ，１９８５；ＣａｒｌｏＧｈｉｓａｌｂｅｒｔｉ，犔犪犮狅犱犻犳犻犮犪狕犻狅狀犲犱犲犾犱犻狉犻狋狋狅

犻狀犐狋犪犾犻犪．１８６５ １９４２，ＲｏｍａＢａｒｉ，１９８５；Ｐ．Ｒｅｓｃｉｇｎｏ，犐狀狋狉狅犱狌狕犻狅狀犲犪犾犆狅犱犻犮犲犮犻狏犻犾犲，Ｂａｒｉ，１９９２．Ａ．甘巴罗（Ａ．

Ｇａｍｂａｒｏ）撰写的词条同样清楚、有用。参见：犇犻犵犲狊狋狅，４ａｅｄ．，Ｔｏｒｉｎｏ，１９８８，词条“Ｃｏｄｉｃｅｃｉｖｉｌｅ（民法典）”。



地把法律放到一起，然后抛掉不同规范之间的外在障碍，而是要根据一种“原则的罗列”来确立法

（可以说，在中国，这种原则或者说某些原则的“罗列”已经在１９８６年的《民法通则》中被规定了）。

法典的理性特征存在于内在体系中，其中原则（明示的或没有明示的）指导个别问题的解决，并设

定分配、整理被调整的素材的标准。

６．作为立法的历史形式的法典，还具有不连续性的特征。法典不仅限于选择、收集立法遗产、

巩固、整理生效的规范，而且还是法的排他性渊源。一个国家的立法史开始于法典的颁布，或者说

是从法典颁布时起变得清晰的。法典的排他性 〔１６〕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国历史的开始。

这一特征把法典和革命嫁接了起来。〔１７〕 革命本身就标志着开端，并决定了新的合法性标

准。〔１８〕革命和法典似乎都处于断层、非连续性和排他性之中：事物的进程被打断了，新的秩序要

求统一的、绝对的支配。过去被废除了。这种相似性或者说代表性，即使包含共同的要素，仍然具

有某种僵硬的、不自然的成分。革命尽管掀起狂暴的、毁灭性的飓风，但是并不能形成法典。

之所以不可能，不只是源于所有革命都具有的、不易和温和的立法形式相处的“哲学精神”，而

且主要地源自法律阶级格格不入的保守性格，若非如此，法典就无法被构思也无法被制定。在法

国，法学家们的妥协和支持发生在第一执政拿破仑治下。法国经验显示，法典同时是政治事实和

技术事实：其诞生要求政府的效力和决策的权威；新颖之处在于素材的内容和规则的标准；但法典

特有的、并使之在法的种种渊源中脱颖而出的形式，仍然处在原则的框架和法学家的配合之中。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典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时代的标志，并且如此这般地吸收了学术传统和各

法学流派的成果。革命的重心在于其相对于特定政治体系的断裂；而法典的重心在于规范的新秩

序，既包容、又超越过去。民法典既尊重、又超越过去，既保存过去，又超然于过去之上。〔１９〕

７．体系化的性质是１９世纪法典所特有的，后来又被擢升为法典观念本身的特征（无论其内容

如何：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是个人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性质是法典作品的完

整性和连贯性的效力和理由。因为在普通规范当中还隐藏着明示或未明示的一般原则，也就是处

理案例的标准，即使那些未曾被预见的事实也可以通过类推发现规则。类推的双重形式（犪狀犪犾狅犵犻犪

犾犲犵犻狊法律类推和犪狀犪犾狅犵犻犪犼狌狉犻狊法的类推）
〔２０〕使用法典的各项原则，从中推断出未被预见的争议

的体制，这样就能保障公民获得法的答复。在国家法当中，不存在没有答复的问题。完整性的神

话，或者说信仰———表现为法官不得拒绝审判案件的义务———伴随着法典的整个历史经验。这并

非意味着法典被认为是完整的，而是意味着法典自身保存着整合性模式的选择：即自给自足，也就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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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参见：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ａｒｌｖｏｎＳａｖｉｇｎｙ，犞狅犿犅犲狉狌犳狌狀狊犲狉犲狉犣犲犻狋犳ü狉犌犲狊犲狋狕犵犲犫狌狀犵狌狀犱犚犲犮犺狋狊狑犻狊狊犲狀狊犮犺犪犳狋，ｉｎ

Ｇ．Ｍａｒｔｉｎｉ，犔犪狆狅犾犲犿犻犮犪狊狌犾犾犪犮狅犱犻犳犻犮犪狕犻狅狀犲，Ｎａｐｏｌｉ，１９８２，ｐｐ．１０３ １０４．

ＳｅｅＦ．Ｗｉｅａｃｋ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８〕，ａｔ４９５：“自然法主义的法典被视为革命转变的文献。”

参见：Ｍ．Ｃａｔｔａｎｅｏ，犐犾犮狅狀犮犲狋狋狅犱犻狉犻狏狅犾狌狕犻狅狀犲狀犲犾犾犪狊犮犻犲狀狕犪犱犲犾犱犻狉犻狋狋狅，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６０，ｐ．４０ｓｇｇ；

ｐ．９９ｓｇｇ．另参见桑蒂·罗马诺（ＳａｎｔｉＲｏｍａｎｏ）撰写的词条犚犻狏狅犾狌狕犻狅狀犲犲犱犻狉犻狋狋狅（革命和法律），ｉｎ犉狉犪犿犿犲狀狋犻犱犻狌狀

犱犻狕犻狅狀犪狉犻狅犵犻狌狉犻犱犻犮狅，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５３，ｐ．２２０ｓｇｇ．

关于法律的延续性，参见：Ａ．Ｍｅｒｋｌ，犇犪狊犘狉狅犫犾犲犿犱犲狉犚犲犮犺狋狊犽犓狅狀狋犻狀狌犻狋狋，１９２６，ｉｎ犐犾犱狌狆犾犻犮犲狏狅犾狋狅

犱犲犾犱犻狉犻狋狋狅，ｔｒａｄ．ｉｔ．Ｃ．Ｇｅｒａｃｉ，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８７，ｐ．２１３ｓｇｇ；Ｓ．Ｐｕｇｌｉａｔｔｉ，犆狅狀狋犻狀狌狅犲犱犻狊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狀犲犾犱犻狉犻狋狋狅，ｉｎ

犌狉犪犿犿犪狋犻犮犪犲犱犻狉犻狋狋狅，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７８，ｐ．７７ｓｇｇ．温德沙伊特（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在其《潘德克顿教科书》（犔犲犺狉犫狌犮犺犱犲狊

犘犪狀犱犲犽狋犲狀狉犲犮犺狋狊，ｔｒａｄ．ｉｔ．Ｃ．Ｆａｄｄａ＆Ｐ．Ｅ．Ｂｅｎｓａ，Ｔｏｒｉｎｏ，１９２５，ｐ．１８，ｎｏｔａ２）中观察到，现代法典和罗马法之间

的联系“确实也体现在法国民法典中。在这部作为法国大革命产物的法典中，确信可以找到一种和先前法律之间

的彻底决裂”。

关于法律类推和法的类推的阐述，参见：Ｆ．Ｃａｒｎｅｌｕｔｔｉ，犜犲狅狉犻犪犵犲狀犲狉犪犾犲犱犲犾犱犻狉犻狋狋狅，２ａｅｄ．，Ｒｏｍａ，

１９４６，ｐ．８５．



是划定国家法的界限、将各种关系和其他规范秩序结合起来的最高权力。完整性并不排斥和其他

制度的联系，而是将其转交给国家的至高权力。〔２１〕

我刚刚提到了民法典的自我补充的方法，通过类推，将原来的规范扩张至未被预见的案例。类推

建立在“类比论证”的基础上，也即建立在用一致的方式处理类似案件的标准之上。但可能发生的是，

民法典中没有任何规范可以规制某个未被预见的类似案例。那么在意大利法律中，这一空白是通过

求助于“国家法律制度的一般原则”被填补的。中国《民法通则》第６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

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在我看来，该条款应当被这样解释：首先应尝试法律规定

的全部规范效力，通过类推来适用这些法律规定（也即同样适用于未被预见的相似案例）；然而，若

空白仍然存在，则应求助于“国家政策”（犛狋犪狋犲狆狅犾犻犮犻犲狊）。“国家政策”一词不应当被理解为行政当

局单个的、特殊的法规，而应被理解为宪法和最高法院判决确立的普遍方针。在现代法治国当中，

政策通过法律工具进行治理。因此，法官适用的从来不是“政策”，而始终是法律。

法典的规范也可能彼此冲突，这样就又面临古老的不确定性问题，因此，一般规则也规定了冲突

的解决方法。连贯性连同完整性一道应运而生：规范（不管是明示的还是通过类推推断出来的）需要

在数目上和争议案件相当，而不是更多。〔２２〕每个法律问题都应找到一项且只应找到一项答案。过多

的答案有陷经济关系于无序、使之在法律上变得无法计算、并最终重新将其置于裁判者的独断之虞。

８．原则的内容构成１９世纪法典的宪法性特征的理由。在柔性宪法的体制内，这些法典阐述

并守卫共同原则的列表（契约自治、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财产出于生者间行为的流通及出于死

因的流通）。各种关系在刚性宪法体制内发生变化，其中宪法高居法典之上，并以其调整的原则和

标准超越法典。我要告诫的是，对于外国读者，“柔性”宪法指的是可被常规法律修正的宪法（经普

通多数批准）；而“刚性”宪法则是只有通过比常规多数更多的票数才能被修改的宪法。

宪法和民法典越来越成为法制统一的保障：如果宪法具有刚性的特征，并深陷历史的根源和

社会的共同感受，那么它势必保卫整个的国家法，并守护其最高原则；如果宪法，不管是刚性的还

是柔性的，确实是政治斗争的主题、或者说是由胜者在失败者的尸体上建立的、或者说由于新的原

则和利益骤增而衰落的话，那么民法典在整体上仍被揭示为私人关系的体制。民法典跨越政治体

系的种种危机、君主国或事实上的政府；当狂风暴雨席卷公共制度时，民法典谨慎地、秘密地潜行；

民法典就这样捍卫社会生活的日常性，并提供所有人都不可或缺的最低程度的安全：每当和平重

返、新宪法确立统一的保障之时，民法典便准备好重新让渡其特权。〔２３〕总的来说，民法典能够、并

且常常确实从宪法危机中幸存，并确保私人生活的延续。

９．这些特点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民法典的历史意义和法律功能，正如在欧洲经验中所浮现的那

样。民法典作为资产阶级的宪章诞生：首先是设立并从事民事关系的土地所有权人，这些人疏远

商业关系，而后者适用其他规则（也就是商事法律）〔２４〕；随后，两类关系的体制汇聚于同一部法典，

企业和完整人的特权被承认，不再自成一类，而是统一于生活中。法典的原则扩张至全部的社会

·９９·

［意］纳塔利诺·伊尔蒂（ＮａｔａｌｉｎｏＩｒｔｉ）：民法典的理念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舒尔茨（Ｆ．Ｓｃｈｕｌｚ）在其《罗马法原则》（犘狉犻狀狕犻狆犻犲狀犱犲狊狉犿犻狊犮犺犲狀犚犲犮犺狋狊，ｔｒａｄ．ｉｔ．Ｖ．ＡｒａｎｇｉｏＲｕｉｚ，

Ｆｉｒｅｎｚｅ，１９４６，ｐ．１２）中观察到，法典化“佯装具备决定性和完满性，实际上它并不具备”。

萨维尼（Ｓａｖｉｇｎｙ）在其《当代罗马法体系》（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ｈｅｕｔｉｇｅｎｒｍ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Ｉ，ｔｒａｄ．ｉｔ．Ｖ．Ｓｃｉａｌｏｊａ，

Ｔｏｒｉｎｏ，１８８６，ｐ．２６８）已经注意到，“我们始终试图确立统一：通过消除矛盾确立消极的统一；通过填补空白确立积极

的统一”。另见Ｎ．Ｂｏｂｂｉｏ，犜犲狅狉犻犪犱犲犾犾狅狉犱犻狀犪犿犲狀狋狅犵犻狌狉犻犱犻犮狅，Ｔｏｒｉｎｏ，１９６０，ｐ．１２５ｓｇｇ．

参见：Ｎ．Ｉｒｔｉ，犐犮犻狀狇狌犪狀狋犪狀狀犻犱犲犾犮狅犱犻犮犲犮犻狏犻犾犲，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９２，ｐ．４６ｓｇｇ．另见：Ｐ．Ｐｉｏｖａｎｉ，犔犻狀犲犲犱犻

狌狀犪犳犻犾狅狊狅犳犻犪犱犲犾犱犻狉犻狋狋狅，３ａｅｄ．，Ｐａｄｏｖａ，１９６８，ｐｐ．１４５ １４６．

参见：Ｔ．Ａｓｃａｒｅｌｌｉ，犔犲狕犻狅狀犻犱犻犱犻狉犻狋狋狅犮狅犿犿犲狉犮犻犪犾犲，２ａｅｄ．，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５５，ｐｐ．３８ ３９．



阶级。这些原则不再专属于和城市无产阶级、工人大众对立的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

个体：属于能够认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建立普遍的消费体制、以自身福利的模糊中立性去

压制冲突的中产阶级。丧失了其本来面貌并淡忘了自身历史根源的民法典被提供给所有的阶级，

吸引人们关注自身，并从资产阶级的宪章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宪章。

如此便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散见于危机时期和政治生活的衰落中———正如上文所言。

于是，当市民和资产阶级的裂痕重新显现，中产阶级个体便托庇于民法典，后者保护其最关键、最

要害的利益。这样，即使可怕的战争摧残国土、残酷的游击战伤及公众生命、专制主义被打倒、古

老的王国被摧毁（试想１９４３年７月和１９４５年４月的意大利），民事关系（也就是由民法典维持的社

会）仍以普遍的延续性被缔结、被运行。所有的参战方都置身其中、但冲突各方没有任何一方想要废

除或颠覆之的民法典，是作为超政治的法律出现的。这是一种幻觉———人们或许会注意到〔２５〕———，

因为民事关系本身也是政治的；但这是有益的、宝贵的幻觉，它能够保护基本的交易和商贸，并且

保障私人协议的稳定性。

战胜了封建规则和封建特权的资产阶级，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新的且更加可怕、几乎就是被

自己的胜利制造出来的敌人，即工厂和农场的无产阶级。可以预见或者说害怕的是，民法典也卷

入这场斗争。威胁旷日持久。但今天，自由主义和全球性原则的市场经济已经确立；社会斗争在

大众消费和福利的“均等”中已经被解决或者说被掩盖了；法典显现为所有阶级的宪章。法典的朋

友不只是生产者，而且也是商品的无名消费者，他们在法典中找到交易的法律模式：消费社会随着

民法典的基本制度而被建立。失去了其起源的政治意义后，民法典不再象征断裂，而是象征着持

久的确定性和社会稳定。

１０．时至今日，在指出那些使得法典化工作优越、完整的特征的同时，〔２６〕法典语言的清楚、简

洁仍被推崇。在诸多法律大全和有机的规范汇编中，只有法典具有自身的风格，朴素、透彻、合理、

毋庸置疑。显而易见地，此处从历史的多样性上升至法典的观念：每部法典都具有其自身的风格；

但法典的观念（其中各种经验似乎都保留了其典型的、持久的特征）本身就唤起一种风格，也就是

法典的风格。简化并不只是涉及法的渊源以及先前法律的零散整合，而且也涉及语言：古词、生僻

词、疑难或模棱两可的词、学究式的规则、法官和学者的教条都被废弃。哲学的理性主义、民主的

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一种共同的、简洁的语言，能够保障意义的稳定性。这种现象被命

名为法的确定性并得到尊重。

法典的语言以其意义的得体、句法联系的简洁性、从概念到具体制度的理性递进而与众不同。

这样法典语言就能开辟出一片内在空间，以各种尺度将法律题材分门别类（编、章、条款等），并根

据基本的属种关系分配规则。例如，在意大利的租赁制度中，有一组条文构成“一般规定”，随后划

分各种类型的租赁；而作为租赁的一个种类的生息物的租赁在一个新的从亚属递进到亚种的系列

中被调整。语言顺序和逻辑顺序共同构成了法典的内部结构。

１１．法典作为历史的终篇和规范的体系，并非法律科学的任意客体。此处的客体已经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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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已经有很多作品对假想的经济的中立性进行了批判。其中最权威、最透彻的参见：Ｎ．Ｎｏｂｂｉｏ，犜狌犾犾犻狅

犃狊犮犪狉犲犾犾犻，ｉｎ犇犪犾犾犪狊狋狉狌狋狋狌狉犪犪犾犾犪犳狌狀狕犻狅狀犲，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７７，ｐ．２５４：“但是，即使假想的自然经济也是人为的，也就是

说是对于某些排斥其他一些权力的权力的认可和分配，而在创造这一人为事物时，这些权力为了自身采纳、设置了

某些特定法律规则而非其他的法律规则。”

参见：Ｊ．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ｄｅｎ，犔犲犮狅狀犮犲狆狋犱犲犮狅犱犲犲狀犈狌狉狅狆犲狅犮犮犻犱犲狀狋犪犾犲狏１，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９６７，ｐ．１６３ｓｇｇ．关于

法典的“简洁”，须提及拿破仑的评价：“我这部法典，仅凭其简洁，给法国带来的好处就比所有先前的法律加起来还

要多。”（ＳｅｅＰ．Ｐｉｏｖａｎｉ，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３〕，ａｔ１４５．）



了一种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的逻辑，围绕一组普遍原则（不管是明示的还是未明示的）被收集：总

的来说，它具有如此充分的技术的和政治的内容的完整性，〔２７〕以致凌驾于解释者之上。分析使

人们可在不同的历史形态间进行辨别。有的法典主要作为立法者的作品而诞生（常常是后革命

时代的立法者）。于是，政治原则的创新和效力就迫使解释者采用评注的形式，使之服务于法

律，在注释中进行研究：“我并不了解民法，我只是教授《拿破仑法典》。”〔２８〕这则著名格言使人了

解法国学派的方法以及法学和其对象的关系。挣脱如此严格的联系的努力将是缓慢而艰难的。

还有的法典是作为理论作品而诞生的：例如，１８９６年德国民法典和１９４２年意大利民法典。

在这两部法典中，技术要素抑制、阻隔了政治要素，尽管就历史而言，前者并未和德意志帝国的统

一脱节，后者也未和法西斯国家脱节。但是学术界整理并固化了法学学派的成果（德国的潘德克

顿学派和意大利的教义学派）〔２９〕。这样就在学派和法典之间确立了一种生产性闭环的纽带，因为

理论向法典提供自己的模式和概念，而法典，尽管具有立法解决的内容和秩序，仍然激励并指引新

的研究。这一纽带并不损害解释者的自主性，也不损害立法体系和科学体系之间的差异性。立法

概念和理论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圆满的、频繁的：有时一方在另一方中运行、完善；有时后者补

充或修正前者；两者总是在单个制度或者制度范畴的学术表现中竞争。

特别法律和解法典化———解法典化现象我们将在另一堂课上讲述———以某种方式重新提出

了问题，并向新型解释的方法发展。〔３０〕受制于经济偶然性或政治紧迫性的驱动，和任何的技术考

虑或学术储备都毫不相关的特别法律局限于字面解读。然而有可能发生的是，这类法律通过自我

重复和自我巩固，表达或者可能表达部门法的原则，并自行构成微观体系。〔３１〕 这样，我们的时代

的法学家就处在法典体系和特别法律的解释之间，或者说处于大体系和小体系之间的断层中，因

此法学家的使命变得更艰难，而且其视野常常无法穷尽法律制度的完整地平线。

这些正是驱使欧洲国家朝向法典统一形式的历史理由；这些是技术思考和法典的政治意义，

也是危机的表征。

这是欧洲法学家谦逊地、谨慎地向中国思想界提供的一项经验。在我的演讲中所描述的历史概

况，可以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者建议一些原则的标准：政治要素和技术要素间的平衡；立法者和法律

人阶层间的对话，不管是在大学内外、是理论法律人还是实务法律人；不会产生规范的冲突（自相矛

盾）、能够包容未被预见的案例（类推）的体系的统一，语言的得体和透彻；同宪法原则的协调。

感谢你们的聆听。

（责任编辑：彭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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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纳塔利诺·伊尔蒂（ＮａｔａｌｉｎｏＩｒｔｉ）：民法典的理念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参见：Ｊ．Ｌｕｔｈｅｒ，犌犲狀犲狊犻犲狊狏犻犾狌狆狆狅犱犲犾犾犪犱狅狋狋狉犻狀犪犱犲犾犾犻狀狋犲犵狉犪狕犻狅狀犲，ｉｎＧ．Ｇｏｚｚｉ＆Ｐ．Ｓｃｈｉｅｒａ（ｅｄｓ．），

犆狉犻狊犻犻狊狋犻狋狌狕犻狅狀犪犾犲犲狋犲狅狉犻犪犱犲犾犾狅犛狋犪狋狅犻狀犌犲狉犿犪狀犻犪犱狅狆狅犾犪狆狉犻犿犪犵狌犲狉狉犪犿狅狀犱犻犪犾犲，Ｂｏｌｏｇｎａ，１９８７，ｐ．１９２．

语出布涅（Ｂｕｇｎｅｔ）。参见：Ｊ．Ｂｏｎｎｅｃａｓｅ，犛犮犻犲狀犮犲犱狌犱狉狅犻狋犲狋犚狅犿犪狀狋犻狊犿犲，Ｐａｒｉｓ，１９２８，ｐ．８．

就这个主题，Ｒ．伯尼尼在《罗马法学家以及１９４２年民法典第一编》一文中进行了成果丰硕的研究。Ｒ．

Ｂｏｎｉｎｉ，犐狉狅犿犪狀犻狊狋犻犲犻犾犐犾犻犫狉狅犱犲犾犮狅犱犻犮犲犮犻狏犻犾犲犱犲犾１９４２，ｉｎ犘狉狅犫犾犲犿犻犱犻狊狋狅狉犻犪犱犲犾犾犲犮狅犱犻犳犻犮犪狕犻狅狀犻犲犱犲犾犾犪狆狅犾犻狋犻犮犪

犾犲犵犻狊犾犪狋犻狏犲，Ｂｏｌｏｇｎａ，１９７３，ｐ．１３７ｓｇｇ．在谈到德国民法典时，一位极为敏锐的教义法学家Ｇ．塞格雷在其《关于预先

假定理论的一些观察》（Ｇ．Ｓｅｇｒé，犃犾犮狌狀犲狅狊狊犲狉狏犪狕犻狅狀犻狊狌犾犾犪狋犲狅狉犻犪犱犲犾犾犪狆狉犲狊狌狆狆狅狊犻狕犻狅狀犲，１８９０，ｉｎ犛犮狉犻狋狋犻

犵犻狌狉犻犱犻犮犻，Ｉ，Ｃｏｒｔｏｎａ，１９３０，ｐ．３７５）中注意到，“尽管在法典编纂中相当一部分是委诸司法官和实务人士的，但是，似

乎在草案中占压倒性地位的是由专业理论人士所代表的学术流派”。

参见：Ｉｒｔｉ，犔犪狆狉狅狆狅狊狋犪犱犲犾犾犪狀犲狅犲狊犲犵犲狊犻，ｉｎ犛犮狌狅犾犲犲犳犻犵狌狉犲犱犲犾犱犻狉犻狋狋狅犮犻狏犻犾犲，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８２，ＩＩＩ ＸＩ．

关于微观系统的概念，ｓｅｅＩｒｔｉ，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５〕，ａｔ７０ ７３；ＮａｔａｌｉｎｏＩｒｔｉ，犜犲狅狉犻犪犵犲狀犲狉犪犾犲犱犲犾犱犻狉犻狋狋狅犲

狆狉狅犫犾犲犿犪犱犲犾犿犲狉犮犪狋狅，ｉｎ犇犻狉犻狋狋狅犲犱犲犮狅狀狅犿犻犪．犘狉狅犫犾犲犿犻犲狅狉犻犲狀狋犪犿犲狀狋犻狋犲狅狉犻犮犻，Ｐａｄｏｖａ，１９９９，ｐｐ．２９８ ３００．


